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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主化如何影響一個國家對外政策（尤其是對敵國政策）的衝突合作程度在

近年來是國際政治學者們關注的議題之一，本文的目的即在於嘗試針對台灣與南

韓的經驗作一初步探究與比較。台韓兩國在內外環境或發展方面有許多相似之

處，包括二次大戰後的威權統治與一九八０年代晚期開始的民主轉型。但是一個

比較明顯的差異是，在民主轉型過程完成後的一九九０年代中期到二００七年為

止，雙方在對敵政策的方向出現了不同的發展：台灣逐漸出現挑戰中國的動作，

而南韓則對北韓展現出更為友善的政策。本文以為，這主要是台灣與南韓在經歷

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分別在各自內部的「認同政治」發展方向不同所導致的一個

對外政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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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與韓國在最近二十年的內外發展方面，是兩個具有相似經驗的個案。在

內部政治發展方面，台灣及韓國在一九八０年代同樣歷經了從威權體制轉型為民

主政體的過程。而在對外關係上，台灣經歷了兩岸關係於一九八０年代末期以來

的轉折，包括起初的交流對話，一九九五及九六年的台海危機，還有「兩國論」、

民進黨政府推動公投等引起的緊張局勢；南韓則是在經過四十多年與北韓的彼此

相互對峙後，在一九八０年代末期逐漸改變對於北韓的態度與政策，並在一九九

０年代末期出現具有和平色彩的「陽光政策」。台灣與韓國的民主化過程分別如

何影響各自的對敵國政策？它們之間具有哪些異同之處？本文的目的乃在於針

對這些問題作一初步性質的討論。1 

 

二、民主轉型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關於民主轉型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學界基本上存在著兩個不同的觀點。第一

個觀點是，一個國家的民主轉型容易導致它在對外政策上出現激進的傾向。例如

Mansfield 和 Snyder (1995) 指出，正在民主轉型過程中的國家很常見到的一個現

象是這些國家出現了好戰或激進的外交政策，甚至因而捲入國際衝突。他們認

為，這主要是因為當一個國家開始民主化的過程時，它內部的制度安排通常會變

得比較薄弱而不穩，而且轉型過程中的輸家也會感到利益遭受威脅。而虛弱的制

度加上利益受損的輸家通常容易造成一種國家機關權威蕩然無存、穩定的政治聯

盟不能存在的政治僵局。因此政治人物容易傾向運用一些激進的策略以突破此種

僵局，但是這些策略則通常造成對外政策的激進化，容易在最後導致對外衝突的

出現。 

第二個觀點則認為，正在民主化過程中的國家也會出現和平的對外政策。例

如 Lebow (1995)，McFaul (1997-1998)，以及 Malcolm and Pravda (1996) 都以前

蘇聯末期或蘇聯解體後的俄羅斯為個案，說明一些因素，諸如最高領導者對於國

內政經改革的執著、國際合作中獲得物質與規範利益的政治行為者、以及民意等

等，使前蘇聯與俄羅斯在一九八０年代末至一九九０年代的民主轉型過程中並未

引發重大的國際衝突，也沒有造成任何挑釁的外交政策出現。 

因此，到底民主轉型會如何影響外交政策的和平或衝突取向，目前並無一個

定論。這可能是因為每位研究者所採取的研究途徑或觀察的個案並不盡相同，同

時各案例中發生作用的因素亦有所異之故。本文的目的並不在於對以上辯論中的

任一方作攻擊或辯護，而是要透過台灣與南韓的經驗比較，呈現出由於在某些條

件方面的差異，民主轉型確實對於不同國家的對外政策方向會造成不同的作用。

以下即先就台灣與南韓的案例作一介紹。 

                                                 
1 本文在韓國個案上所依賴之相關資料並非直接田野研究所取得，加以許多資料或資訊的無法尋

得限制了論證的深度，因此僅是一個初步的、先導 (pilot) 性質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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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與南韓的異同 

台灣與南韓在二次大戰前後的歷史發展經驗有許多極為相似的地方。例如他

們都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並且在二次大戰結束後一起脫離日本統治。不過不久

之後他們都經歷國家內戰，並分別與中國大陸及朝鮮半島上的共產政權（中共及

北韓）為敵，分別面臨生存與安全的挑戰，以及在國際上的中國/韓國代表權競

爭。因此在冷戰的年代，他們同樣受到美國的支持及保護, 並成為美國在遠東的

反共盟友。在內政上，台灣與韓國一樣經歷了多年的威權統治，並且因為在經濟

發展方面有極為耀眼的表現而共同躋身亞洲的四小龍。隨後在一九八０年代晚期

開始，這兩隻小龍又一起經歷了從威權體制邁向民主政治的轉型過程。 

不過從一九八０年代晚期到二００七年為止，兩國在各自的「對敵政策」或

「與敵關係」上卻有不同的發展趨勢出現。雖然民主轉型期間台灣及南韓在大陸

政策與北韓政策上都有所調整，分別對中國大陸與北韓展現善意，並因而分別改

善了兩岸及兩韓關係，但是其後當台韓都完成民主轉型過程並向成熟的民主體制

邁進時，兩個案例的發展卻出現差異：南韓在北韓政策上持續維持善意，最典型

的案例是一九九０年代末期出現的「陽光政策」；不過在台灣方面卻逐漸出現與

中國大陸的摩擦並造成兩岸關係的緊張，這尤其可以在一九九五年與一九九六年

中國大陸對台灣進行飛彈試射之後的時期可以看出。 

何以同樣歷經民主化的台灣與南韓在後來會在各自的對敵政策方向上有所

差異？筆者以為，這主要是台灣與南韓在經歷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分別在各自內

部的「認同政治」發展方向不同所導致的一個對外政策結果。台灣與南韓的另一

個類似點即在於兩者內部在威權統治時期即存在著國家定位或認同方面的分

歧，也就是威權政體的統治者與反對者在如何定位敵我關係上有不同的觀點存

在。不同的是，在台灣方面，以台灣籍人士為主的反對勢力主張的是一個「與中

國分離」的台灣獨立路線，而在南韓的反對勢力則是主張「儘速與北韓統一」的

立場。當兩國的民主化歷程在提供了這些反對黨參政乃至於執政的機會時，它們

於是擁有機會與權力去企圖實現原有對於國家定位的主張。於是我們看到，朝野

的競爭使台灣內部在民主轉型接近完成的階段時開始出現統獨議題的辯論，加上

台灣惡劣的國際處境，台灣民眾遂漸漸改變他們對於台灣與中國關係的看法。於

是當更多民眾具有台灣人意識，以及大多數台灣民眾不贊同立即與中國統一時，

台灣遂逐漸出現挑戰中國主權觀的行動，從而引起兩岸關係的緊張。而在南韓方

面，民主化讓反對勢力原來被壓抑的親北韓政策立場逐漸在國內擴散並影響執政

黨，最後這些反對勢力透過選舉成為執政黨後終於有機會實踐其理念，從而出現

和平色彩濃厚的對北韓政策。 

 

1. 台灣的個案 

    台灣在一九八０年代晚期至一九九０年代中期歷經民主轉型過程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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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確實在對中國大陸的政策上出現不同於以往冷戰時代的善意，一個和平取向

的中國政策因而隱然成形。例如當時執政的李登輝不斷強調台灣的大陸政策最終

目標是要達成與中國大陸的統一，他的政府並且設立「國家統一委員會」並制訂

「國家統一綱領」以顯示台灣追求國家統一的決心。由於對於「國家統一」目標

的強調極為契合中國大陸對台灣的期望，因此事實上它讓台灣當時的大陸政策呈

現出一個相當和平的面貌。除此之外，李登輝也宣布不再視中共為叛亂團體，並

持續開放兩岸之間的經貿、社會、以及學術文化上的交流。尤其是為了解決因兩

岸交流而出現的一些問題，李登輝同意台灣與中國大陸之間進行多次半官方性質

的事務性協商談判。這些交流與對話的出現也創造了台灣與中國大陸在冷戰時代

以來前所未見的和解氣氛。2 不過在一九九０年代中期民主轉型過程接近結束

後，台灣逐漸出現刺激中國的動作，例如一九九五年六月李登輝訪美，一九九九

年提出了「兩國論」；陳水扁執政後在二００二年喊出了「一邊一國」，二００三

年則推動公投運動，二００七年也提出「公投加入聯合國」的訴求。這些事件都

引起中國強烈的反應，也造成了兩岸關係的緊張，因此可以算是具有衝突性質的

動作。 
要理解為何台灣在完成民主轉型後會出現這些衝突性的動作，就必須分析台

灣內部的認同政治發展過程。國家認同議題在台灣展開民主化不久即已出現，而

台灣內部對此問題的爭論事實上與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息息相關。國民黨在一

九四九年後於台灣建立了一個威權統治的政體，在其統治之下不僅人民的公民權

受到剝奪，即便是台灣人的自我認同亦因為國民黨透過教育與媒體所灌輸的大中

國意識型態而遭到壓抑。因而對以台籍人士為主要成員的反對運動組織而言，推

翻國民黨的統治並建立一個民主與獨立的主權國家於是成為最重要的目標。3 台

灣在一九七０年代遭遇的外交挫折，例如退出聯合國、與美國斷交等事件，更讓

反對運動認為台灣唯有成為一個主權獨立的國家才能突破外交的艱難困境。因

此，當民進黨成立時即繼承了反對運動追求民主與台灣獨立的目標。 

不過在實踐民主與台獨這兩個目標時，民進黨是有先後之分的。一九八０年

代組黨前後反對運動主要的重心是在要求國民黨政府解除戒嚴令，廢除臨時條款

回歸憲政體制，並全面改選國會等民主化議題。但是當李登輝與民進黨在一九九

０年國是會議取得共識開始推動政治改革之後，民進黨的訴求重點即向台灣獨立

的主軸進行轉換，因為他們原有的訴求已被李登輝吸納，為了開闢新的戰場，反

對黨必須另尋新的議題來與國民黨競爭。在此時，民主轉型已經使台獨言論的宣

傳及其在媒體上的報導不再成為禁忌，而選舉更提供了反對黨大力宣傳台獨的舞

台。於是在一九九一年國大代表全面改選的選戰中民進黨相繼提出「台灣憲法草

                                                 
2 Kuan (2007) 認為台灣在民主轉型時期中國政策的和平取向乃源於李登輝為確保個人政治利益

而衡量現實條件後的理性決策結果，亦即對李而言最佳的政策選項是，「推動民主改革」優先於

改變當初蔣經國設定的中國政策方向，即一個中國與兩岸交流。 
3 本文提及的反對運動指的是包括在台灣及海外以台籍人士為主的反對運動。當然在威權時期也

曾短暫出現不主張台獨、不以「省籍」為成員共同背景的反對運動，例如雷震的自由中國，不過

台籍人士的反對運動畢竟在威權體制轉型前後持續存在，也對台灣的政治發展有更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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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與「台獨黨綱」，並且以一系列活動推動了台灣加入聯合國的訴求。固然民

進黨在國大選舉中的挫敗被視為其台獨路線的失敗，但是「加入聯合國」的訴求

卻受到多數民眾的支持。4 這對於國民黨政府而言事實上送出了一個強烈的訊

息，也就是台灣民眾對於台灣外交處境的不滿無奈與重返國際社會的期待。外交

處境惡劣是國民黨政績的弱點，因此李登輝在完成政治改革的主要工程後隨即將

重心放到拓展台灣的國際關係之上，例如他在一九九三年春宣布了「參與聯合國」

的政策，並且在一九九四與九五年出訪了幾個友邦與無邦交國家，其中以九五年

六月的訪問美國最為重要。 

現在看來，李登輝的訪美不僅對兩岸關係造成立即的影響，也進而對台灣內

部認同政治的發展演變產生極重大的作用。一方面，這一訪問引發中國對台灣發

動飛彈試射演習，導致八０年代末期以來兩岸的和解氣氛消失殆盡。另方面，中

國對台灣的外交打壓與飛彈演習也讓台灣人民對中國產生負面觀感，民眾的「台

灣人認同」在一九九五年中以後已經超過了「中國人認同」。5 不過必須一提的

是，外交或中國這些外部因素所以可以影響台灣內部的認同政治，不可忽略的是

台灣民主化所帶來最重要的一個機制，也就是選舉。選舉的舉行在初期曾提供了

反對黨宣揚台灣獨立理念的機會，例如一九九一年國大選舉的例子所顯示，不過

在後來當民眾的國家認同分布出現轉變之後，選舉卻成為導引朝野政策的一個因

素。因為為了贏得選舉，政治人物或政黨必須察覺民眾的政策偏好，在選舉時提

出迎合選民偏好的政策語言或行動，以爭取選票的極大化。所以當民眾對外交局

勢不滿，或其「中國人認同」急遽下降而「台灣人認同」快速上升時，李登輝必

須進行上述的外交行動，他與陳水扁也必須在選舉來臨前提出彰顯台灣主權獨立

但對中國具衝突性的言論或動作。於是台灣在一九九０年代中期後挑戰中國主權

觀的行動遂不斷出現，尤其是在選舉來臨之前。6 

 

2. 南韓的個案 

雖然南韓的民主轉型模式與台灣略有不同，7 不過在一九八七年年底總統直

選後的轉型時期，我們也見到它在對敵政策上出現與台灣民主轉型期的中國政策

方向類似的一個狀況，也就是對北韓的政策轉變。之前的威權政府，即朴正熙與

全斗煥時期，雖然是主張要與北韓統一，但其基本的立場是堅決反共，必須經由

消滅北韓政權來完成統一，所以它們對北韓採取敵視態度，反對北韓參與國際社

會。8 這與台灣兩蔣執政時期對中國大陸的政策態度相當類似。而盧泰愚當選總

統之後，一方面對內制訂新憲推動政治改革，另方面對外則大膽採取與共黨國家

                                                 
4 聯合報民調顯示有六成民眾支持台灣重新加入聯合國的訴求。見 Kuan 2006: 150。 
5 參見政大選舉研究中心的調查資料，相關網頁如下： 
< http://esc.nccu.edu.tw/newchinese/data/TaiwanChineseID.htm >。 
6 有關此一台灣內部「選舉」與「對中國政策或態度」的關連的詳細分析，參見 Kuan 2007。 
7 簡言之，台灣的民主轉型是經過一系列政治改革後才舉行首次總統直選，南韓則是由總統民

選、盧泰愚當選揭開民主轉型序幕，接著展開主要的政治改革。 
8 在此必須指出，朴正熙曾經短暫改變立場與北韓秘密談判，並於一九七二年簽訂聯合公報，亟

求降低雙方緊張關係。不過因彼此互信不夠，南北韓的敵意最後並未能消除。見 Wood 1993: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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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的「北方政策」(Nordpolitik; Northern Policy)，不僅與蘇聯、中共積極來往，

也對北韓進行開放與交流。在一九八八年七月漢城奧運會舉行之前，盧特別宣布

他將放棄南韓傳統上孤立北韓的政策，並且提議南北韓之間進行貿易與其他接觸

及合作。他也鼓勵南韓人民不再敵視北韓，而應將其視為是一個追求共同繁榮的

伙伴。9 也就是從那時起，南北韓開始正式有了經貿往來。一九八九年盧並且提

出了一個國協 (commonwealth) 構想做為南北韓未來統一的藍圖。而在一九九０

年南北韓雙方的總理也曾進行過空前的三次會談；一九九一年底雙方並且簽訂了

一份基本協定，標誌了南韓放棄以往消滅北韓的企圖，而改以「和平共存」作為

彼此互動的原則。盧對北韓的政策調整在相當程度上也和台灣民主轉型時期的李

登輝在中國政策上展現善意與和解極為相似。不過與台灣不同的是，台灣在完成

民主轉型之後逐漸出現了一些刺激中國的、具衝突性的政策或舉動，但南韓民主

化之後的北韓政策大致上都延續了和平的基調，例如一九九三年接任總統的金泳

三曾經決心建立一個與北韓和解及合作的新時代；10 他並且在就職時宣布願意與

北韓領導人在任何時地見面。11 而在一九九八年金大中即位總統之後，這一和解

的政策基調更為明顯。金大中採取了對北韓更友善的「陽光政策」，主張南韓不

會試圖去削弱或併吞北韓，而且會主動積極地去推動兩韓之間的和解與合作。12 

他更在二０００年訪問平壤，與北韓領袖金正日舉行高峰會。其後雙方政府針對

建立軍事熱線、重新接通一條跨越兩國邊界的鐵路、以及擬定投資協議以保障在

北韓投資的南韓企業等議題達成協議。13 後來二００三接任總統的盧武炫的北韓

政策上基本上也是被視為延續金大中與北韓修好的陽光政策路線。14 

在民主轉型後的對敵政策上，南韓之所以會與台灣的個案出現差異，主要是

由於它內部不同於台灣的認同政治發展途徑所致。與台灣的威權時期一樣，南韓

在威權統治下一樣存在有反對政府威權統治、要求民主政治的運動，而且對於威

權政府的「對敵關係」立場存有異議。不同的是，在台灣的反對運動所主張的台

灣中國關係之中，台灣必須選擇獨立；而南韓的反對運動則認為，在南北韓關係

上南韓必須更積極地與北韓統一。也就是說，台灣反對運動主張的是一個與中國

分裂的國家認同，而南韓反對運動訴求的則是一個與北韓統一的國家認同。由於

台獨是挑戰中國主權的極端主張，因此如上文所提，當台灣獨立的訴求隨台灣民

                                                 
9 Levin and Han 2002: 7- 8。Wood 認為盧的政策改變有多重效益：向民眾展現他對統一的承諾並

平息激進派在統一問題上的訴求，消除北韓的敵意，為南韓產品拓展市場，並且在提升南韓國際

地位的同時削弱北韓的地位。見 Wood 1993: 193。Chung 則以為盧的政策可以避免北韓動員其

共黨國家陣營的盟友杯葛漢城奧運，同時也足以緩和南韓國內那些不滿強硬反共意識型態的聲

音。見 Chung 2003: 21。 
10 Levin and Han 2002: 20。 
11 Chung 2003: 24。 
12 不過這兩個原則必須建立在另外一個原則的前提之上，也就是南韓不會容忍北韓蓄意的武力

挑釁。見 Levin and Han 2002: 24。 
13 Chung 2003: 28。 
14 中國時報，2008 年 4 月 4 日。見中時電子報 <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04+11200804
0400496,00.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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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化進程而或明或暗地被推動，並漸漸影響民眾與政治人物的態度時，台灣的對

敵政策方向是逐漸趨向衝突的。而南韓反對運動的「極統」主張在執行面上的前

提是要與北韓修好，因而本身就帶有和解與和平的要素。只是這一反對運動的主

張是如何在民主化的進程中形塑出南韓對敵政策的和平取向呢？ 

猶如台灣的反對運動在談民主時無法不提到台灣獨立，在南韓的反對運動

中，統一問題也一直與民主化議題形影不離。相對於「保守派」，也就是執政黨

或其他支持政府的人士，南韓威權時代的反對運動團體通常被稱為「進步派」 (the 
progressives)，他們認為威權政府經常以北韓對南韓的安全威脅作為其壓抑人民

政治權利、施行威權統治的藉口，因此他們主張要達成南韓的民主，就必須先結

束南北韓的分裂。這是他們急切主張統一、要求改善與北韓關係的考量所在。後

來民主轉型開展之後，他們便轉而推動原先主張的統一政策。15 就如同台灣的

自由化與民主化措施賦予了民進黨推動台灣獨立訴求更大的空間，盧泰愚在一九

八七年六月曾宣布八點政治改革措施以作為他在當選總統之後推動民主轉型的

改革依據，16 其中幾項直接或間接有利於反對運動「統一」主張在南韓內部的

擴散。例如解除媒體管制使原先受到威權政府管控的媒體在數量上不斷增加，它

們對於之前被禁止的統一或親北韓言論的傳播亦不再受到官方的干預。另外，盧

也釋放了之前被囚禁的反對運動政治犯，這些反對人士出獄後自然依舊鼓吹他們

所支持的北韓政策主張，例如金大中在一九九四年即成立一個「金大中和平基金

會」推動韓國的統一。17 此外，南韓政府也不再禁止民間團體的成立，因此各

種民間團體陸陸續續出現，而其中有許多是屬於過去被壓抑的進步派組織。18 當

然，民主化也造就南韓政黨政治的形成，而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機制─選舉─不僅

讓反對黨在一九八八年民主轉型後的第一次國會 (National Assembly) 選舉就獲

得多數席位，從而對盧泰愚的北韓政策形成一定的壓力。19 而與台灣後來的政

黨輪替一樣，選舉更在後來提供了南韓反對人士執政的機會，尤其是金大中的當

選總統，這也成就了後來陽光政策的出現。質言之，民主轉型開啟了一個言論與

行動的空間，使南韓反對運動在威權時期被壓抑的親北韓政策主張得以被廣為宣

傳與推展。而且該主張不僅在某種程度上影響盧泰愚政府的北韓政策，也在政黨

輪替後正式成為南韓的官方政策，因而塑造了其對敵政策強烈的和平色彩。 
 

四、結論 

從以上對於台灣與南韓在民主轉型後的「對敵政策」方向上的比較討論中，

                                                 
15 Chung 2003: 16。 
16 此改革大致內容可見 Bedeski 1993: 65。 
17 Chung 2003: 28。 
18 Kong 2005: 197。 
19 南韓一九八八年四月的國會選舉結果是，執政黨在全部 224 席中只獲得 87 席，其餘則為反對

黨及獨立人士所囊括（其中統一民主黨 RDP 有 46 席，新民主共和黨 NDRP 獲得 27 席，金大中

的和平民主黨 PPD 有 54 席，獨立人士 9 席）。見 Bedeski 1993: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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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可以獲得下列兩項初步的結論。 

第一，在思考民主轉型如何影響對敵政策時，我們可以說不論是在南韓或台

灣，民主轉型事實上提供了一個機會，使原先兩國內部遭到壓制的反對運動得以

與執政黨在各種議題上作政治競爭，包括對「敵我關係」或者國家認同的主張。

民主轉型是一個包含多種解放活動的現象，其中結社組黨自由的鬆綁給予了反對

運動合法存在與活動的空間，而言論自由的放寬則賦予反對運動更大的動力去針

對諸多議題提出那些不同於執政黨的意見，例如南韓反對黨倡議與敵國的統一，

或台灣反對黨推動台灣自己本身的獨立。而選舉的舉行不僅得以讓反對運動藉由

競選活動來宣傳其統、獨政策立場，或進而影響選民在該議題上的想法，並且也

會造成執政黨的壓力或影響其決策，甚至進一步提供反對運動翻身執政的機會，

進而名正言順地執行本身既有的對敵政策。 

第二，雖然民主轉型在台灣及南韓提供給反對運動的機會是相同的，但是因

為兩國的反對運動在「與敵關係」或者國家認同的分裂與否的主張不同，也就使

後來兩國內部的認同政治及對敵政策發展路徑出現差異。透過民主轉型賦予的機

會，主張台灣獨立的民進黨逐漸引導台灣內部出現一個有別於中國的台灣認同，

並且在中國政策上出現挑戰中國主權觀的言論動作；而主張與北韓統一的南韓反

對黨則引導南韓內部逐漸形成「與北韓和平共存」的認知及政策。最後，當兩國

原先的反對黨都經由選舉成為執政黨之後，台灣遂更常出現衝突性的中國政策，

而南韓也就展現了更為善意的北韓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本文的分析僅就二００七年之前台灣及南韓的個案進行

分析，不過在二００八年兩國將要或者已經有新的總統：台灣的馬英九與韓國的

李明博。馬英九在選戰中主張開放兩岸交流並且擱置主權爭議，這是一個對中國

友善的政策立場；而李明博的北韓政策則被視為改變其前兩任金大中與盧武炫的

路線，變得更加強硬。是否未來兩國的對敵政策都會有新的翻轉及發展，將值得

吾人予以密切觀察，也值得我們將其納入對於「民主化與對敵國政策」關係的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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